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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籍湖南岳阳， 年 月生于北

京。 年 月抗日战争爆发时就读北京

师范大学附中高中一年级； 月全家间道南

返故乡，在长沙人中央大学附中（由南京迁

校）； 年毕业，入西南联合大学。

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 年系；

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研究生。

年任台湾建国中学、湖南第十一中学

教师， 年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

治研究院毕业， 年北京图书馆

编目员， 年西安师范学院历史

年中国科学院系讲师。 （中国

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

员。 年后任清华大学文化研究所教授。

年曾兼任中美文化交流委员会中方访

问美国学者，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鲁

斯 年中国社会基金访问教授，

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年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 年德

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

我自己幼儿时正值军阀混战，但北洋时

期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它和后来的国民

党时期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印象至今难忘。

其后做小学生时又值北伐和九一八，九一八

以后无日不在危城之中。上中学时，全民抗

日战争爆发，随后是不断的颠沛流离。上大

学时是欧战，继而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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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时，二战结束。或许是由于自幼在古老的北京城里生活

所培育的思古之幽情和连年战乱所引发的对人类历史和命运的

感触和思索，使我选择了历史作为专业。

求学时期许多师友的启发和虽在战时却仍然相当丰富的图

书与便利的阅读条件，容许我经历了相当长一段难忘的时光。

在物质生活极其艰苦之时，却往往能得到精神上无比的启蒙之

乐。当时的校园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它给了学生们很大的自

由度，可以自由转系、自由旁听，不同专业和不同年级的同学

共同生活在一起。我自己曾前后转过四个系，曾旁听过吴宓先

生的欧洲文学史和文学与人生，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陈福

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张奚若先生的西洋政治思想史和近代西洋

政治思想史，刘文典先生的温李诗，冯至先生的浮士德，汤用

彤先生的大陆理性主义和其他的课程和讲演；这些都不是我的

必修课和选修课。同学好友中王浩和郑林生都曾对我的思想有

过很大的影响。他们的专业我虽然一窍不通，但他们的谈话和

思路每每给我以极大的启发。在专业上，葛邦福老师（

则是引导我对历史哲学感兴趣的指路人。

年代至解放后自 年代我参加了侯外庐先生领导的中

国思想史研究班子，作为他的助手工作了三十年。我以为侯先

生的最大优点和特点是决不把思想史讲成是思想本身独立的历

史，即不是从思想到思想而是把思想首先当成是现实生活的产

物，然后才是它从前人的思想储备库中汲取某些资料、方法和

智慧。这本来也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之所在，即存在决

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然而 年代所风行的观点却

正好反其道而行之，专门强调思想领先，把事情说成是思想在

决定一切的存在，历史是沿着思想所开辟的航道前进的。当时

各种运动、劳动、社会活动和不务正业的各种业务连接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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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占去了一个人绝大部分的时间，自己的专业也就无从谈

起。

因为对西方思想史也甚感兴趣，所以不时也偷暇翻阅一

些，这在当时是被认为自留地或是地下工厂的。偶然得到了

的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注释本。卢梭的书已是西

方思想史上的经典著作，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曾大有影响，而居

然没有一个可读的中译本，更不用说注释本。于是我又找来几

种名家的注释本和 的权威本，除了翻译本文之外，

还做了些集注的工作，多年来已前后修订过三次。

近代西方思想史，我以为实际上是两大主潮的互相颉颃，

一条是由笛卡尔所开辟的“以脑思维”的路线，另一条是由巴

思迦所开辟的“以心思维”的路线。后一条路线并不违反科

学，巴思迦本人就是近代最杰出的数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但

我国的研究者几乎从不提及巴思迦的名字。我恰好有一本

（巴思迦）的权威本，所以又偷译了他的《思想

录》，并找了几种注释本，也做了一点集注和诠释的工作。在

我感兴趣的历史哲学领域，我以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一书，

迄今仍不失为西方最深刻、最有价值的著作，所以斗胆在“文

革”期间备尝艰苦地把它译了出来。以后又译过几部书，大都

是由于偶然，兴之所至，自己选译的。但其间有两部书是当事

人来找我译出的。一部是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思想史》，自然

科学史研究所找到了我，当然是由于我在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

究室工作的缘故。另一部书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的遭遇则颇

有点戏剧性了。

年代罗素曾起劲地大搞和平运动，颇受我国当局的赏

识。因此毛和周联名电邀罗素来华访问，罗素亦已欣然同意，

但临行时，高龄已九十有余的罗素因身体原因，不克远行。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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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乃以他的《西方哲学史》一书赠毛，毛遂转交下面译出。当

时这类书籍是由商务印书馆分工出版的，商务印书馆便找到了

我。（这事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编骆静兰学姐亲口告我的。）我虽

也有兴趣，但嫌全书过长，译完第一部分之后，便辞掉此事。

“文革”中，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进驻之后，批斗我的罪状

之一就是，我翻译此书是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招魂。以毛泽

东思想工人宣传队之权威竟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本人，可

谓开万国亘古未有之奇，使我只敢窃笑而不敢明言。

“文革”以后，时间较多，研究环境也较前宽松，几次出

国，也接触到了一些过去未能见到的书和材料，于是又动手翻

译了几部书，也写了一些文章。文章大多已收入自己的书中和

文集中。近代中国较近代西方落后了一步，所以 世纪

的中国还在补西方 世纪的课。把历史学认同于科学，

就是在思想上补 世纪实证主义的课。我以为历史学既有其

科学的一面（所以它必须服从科学而不能反科学），又有非科

学的一面（所以就不能以实验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要求为尽

历史学之能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历史学（和人文学科）

还另 。我希望有有其自己独特的纪律、规范和准绳（

人能把它写出来，我自己也愿意做一点抛砖引玉的工作。历史

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的活动，所以研究人性运动的轨迹（即历

史）就是历史学的当然任务。人性当然包括阶级性在内，但阶

级性并不能穷尽人性。善意固然 例是人性，恶意也是人性

如除了人这个物种而外还有哪种动物是以虐待自己的同类为乐

的？“文革”对于其他专业工作者未免是一种损失，使他们失

去了大量宝贵的钻研时间；但是惟独对于文科来说（如历史

学、哲学、文学等），它却也是一次无比的收获，它使得我们

有千载难逢的机会去体验到人性的深处，这是任何太平盛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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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不到、求之不得的机会。几千年全部的中国历史和在历史

中所形成的人性，都以最浓缩的形式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迸发出

来。如果今天的历史学家不能运用这样空前（或许也绝后）的

优异条件写出一部或若干部的“文革”史、中国史乃至世界

史、历史学理论、方法论和历史哲学的书来，那就未免太辜负

自己所经历的时代了。

著作：《中国思想发展史》（合作）、

《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当代西

方史学理论》、《近代西方思潮》、《苇草集》、《学术文化随笔》。

参加侯外庐先生主编下列各书的撰写工作《中国思想通

史》（第四卷）、《中国哲学简史》、《中国近代哲学史》、《宋明

理学史》、《中国思想史纲》。

编纂及校订：侯外庐《

、马克思《读罗马尼亚史手稿》、《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王重民《徐光启》、利玛窦《中国札记》、清华大学文化研究所

《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赫德逊《欧洲与中国》、《国立西南联

合大学校史 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当代

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七卷“历史哲学”）。李泽厚《

翻译：库尼茨基《太阳系结构学说发展简史》、卢梭《论

科学与艺术》、《社会契约论》、罗素《哲学问题》、《西方哲学

史》、《论历史》、帕斯卡尔《思想录》、《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

文集》、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

李约瑟《中国科学思想史》、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康德

《永久和平论》、康德《论优美感和崇高感》、沃尔什《历史哲

学导论》、梅纳克《德国的浩劫》、盖伦《科技时代的心灵》、

狄百瑞《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伊格尔斯《二十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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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科学》、柏克《法国革命论》、劳拉 费米《费米传》、孔

多赛《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贝克尔《十八世纪哲学家的

天城》、《近代西方史学理论选》、《人类的故事》、房龙《人类

思想解放史话》。

论文、杂文及译文若干篇。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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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地，原名李广澎，现在的名字是原来

的笔名，山西 年省沁水县中村人，

月 日生。现任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学历的人，仅在抗日

战争前夕，读过一年半初中就失学了，再没

有机会深造，只好去当教师，借以糊口维持

生活。我曾经当过五年小学教师，十年中学

教师， 年到大学教书，如今也已二十

八年了。教书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所谓

教学相长，即是此意，而且必须学懂教好，

不然就会在课堂上出丑，这样年年月月地边

学边干，边干边学，文化水平就慢慢提高

了。小学我从四年级教起，教完了一年，看

看五年级的课程也可以教了，就去教五年

级，然后是六年级，再然后是教中学。教中

学也是从初中一年级教起，然后再教二年

级，三年级，这样循序渐进，比较有把握，

比越级而教的办法稳妥，就这样一步一个台

阶，又从大学一年级教到四年级，然后再给

研究生讲专题课，培养硕士研究生。我因为

是从中学调到大学教书的，没有当过助教，

却当过讲师、副教授，再当教授。这种办

法，对于今日的青年教师，并不完全适用，

但学习应该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慢慢

来，却是具有共同性的。这对于那些想通过

自学途径，来进入专业领域的同志们来说，

也许是可以参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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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我在我的家乡一个中学里教书。这里是老

解放区，是战争环境，一切是为了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解放区内部正在进行土地改革。在这期间，我一边教书，一边

也给干部讲理论课，讲过哲学，讲过经典著作，也讲过政治经

济学。我也参加土改，也动员参军，工作忙碌，严肃而愉快。

在这种环境中工作了三四年，老解放区的人民教育了我，使我

有了一点革命斗争的实践，理论上也打了一点基础，这对于后

来研究学问，分析问题，是有很大好处的。那时候年轻，政治

热情很高，为了把工作尽可能做得好一些，便努力学习，当时

并没想到做学问，可以说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而学习的。

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石家庄，这是我们解放大城市的开始，

我们都欢天喜地，知道离全中国的解放，日子不会太远了。有

一次，在一个会议上，有一位领导同志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

的指示，大意是：全国快要解放了，过去我们学会了打仗，但

打仗的事情快要过去了，过去我们是在农村根据地，但今后我

们面临着的新任务，是要学会管理城市，我们熟悉的东西快要

过去了，而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个指示对

我影响不小，应该熟悉一门专业和搞好专业的愿望，在心里隐

隐约约地产生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 年，我和许多同志一样，由农村

进入了城市，但我的工作性质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在一个中

学里教书。教过语文，也教过历史和政治，后来主要是教历

史。这时，我教的是高中中国近代史，使用的课本是宋云彬先

生编写的，那是他在解放前出版的，因为建国伊始，一切都得

从头开始，而急切之中还编不出课本来，便由教育部指定，暂

以此书为代用课本。这部书作为著作是一回事，但作为课本就

很不适用，使用起来很别扭，我感到很大的困难。于是，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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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写讲义，边写边教，于是就产生了编写一部高中中国近代

史课本的想法，还想把它编好。但是，由于我的水平太低，根

本不知道著述之道是怎么一回事，也不会使用参考书，不知道

安排、组织与剪裁，只是凭着一股子热情往下写。我是以范文

澜同志的《中国近代史》上册为蓝本，但却基本上把范著照抄

了一遍，一个学期结束，我也把讲义写完了，写了三十多万

字，这个工作没有成功，没有编成什么课本，只是一堆草稿而

已，但它却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眼过十遍不抵手过一遍，

经此认真抄写一遍，把中国近代史搞熟了，在专业上有了一定

的基础，在课堂上讲起来，不像过去那样讲得干巴巴了。

接着下一个年度，学校叫我教中国现代史，这时已有了课

本，可也并不理想，何干之同志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当

时还没有出版，只有胡华同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

书可以参考。我已经初步尝到了编写讲义的甜头，于是，我又

如法炮制起来，说是以胡华同志的著作为蓝本，实际上也是大

部分照抄他的书，并适当地参考了一些当时所能找到的其他的

参考书。这样一来，一个学期结束了，我又写了二十多万字的

中国现代史讲义，正如前面所说的，我还是不知道怎样编写讲

义，也还是不知道怎样著书，依然是大部分照抄了一遍，课本

仍然没有写成，但却比较好地打下了中国现代史的基础知识。

现在回想起来还很后悔，未能把中国古代史也照样地抄它一

遍，倘能抄它四五十万字，中国古代史的基础也就奠定了。一

直到现在，凡是讨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问题，凡是需

要写这方面的文章，我马上就可以着手进行，而对中国古代史

的文章，就顾虑较多，不敢轻易下笔，就是因为当年没有把这

一门课程的基础打好之故，这是很可惜的，这也是一个教训。

我当时想编写课本的决心很大，在这一次尝试失败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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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春天，并没有就此而止，而是在 又重新开始了，我

就又开始编写我理想中的中国近代史课本，所谓吃一堑长一

智，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教训，这一次学得比较聪明了，就是懂

得了要抄诸家之书而不抄一家之言，再也不能光照一本书办事

了，而应该找到尽可能多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根据各家

之书来编写我的课本，比如编写鸦片战争这一部分吧，就把各

家书中有关鸦片战争的部分，全部打开来读，全部读过以后，

你就知道那家在某些方面写得好，而在其他方面就不如另一家

写得好，这样取其长而避其短，补其阙而删其冗，就好像制造

产品一样，用它们作原料，慢慢融合剪裁，写出有关的章节

来。这一次就比以前的办法进步了。就这样，我写完了鸦片战

争部分以后，接着写太平天国部分，在中国近代史中，太平天

国和辛亥革命所占比重较大，我自然也就钻研得比较深入。在

编写过程中，我不但逐步发现了许多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以及太

平天国史的著作，而且知道了罗尔纲先生是这方面的专家，就

把他的著作找来读，并且找到了像《清史稿》、《东华录》等书中

有关部分来读，这样我的视野扩大了，读的书多起来了，不但

读了有关的著作，而且初步接触到一些原始资料，对线装书发

生了兴趣。为此我专门到北京走了一趟，为学校买回来过去作

为一个中学的图书馆所没有过的《清史稿》、《东华录》、《清代通

史》等书籍。在研究过程中，自己感到兴味越来越浓，太平天

国史上悲壮慷慨可歌可泣的事件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就这样深

入地编写下去，这次收获较大，可惜我的课本编写计划还是失

败了。因为我深入下去了，写的字数又太多了，比重不能平

衡，不相适应，还是掌握不了编写教科书的具体要求，但我顾

不得它了，极大的兴味使我不顾一切地边读边写下去，仅鸦片

战争与太平天国这两部分，我又写了差不多二十万字的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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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天国史的编写将要结束的时候，一般著作里都有那

么一小节，要讲到捻军起义和天地会起义。那时候，这两次起

义都是作为太平天国史的附庸而存在的，仅仅在有关章节中稍

稍提一下就过去了，没有人重视过它。我在编写过程中，对

“捻军”的“捻”字发生了兴趣，为什么过去都叫黄巢、李自

成或张献忠起义，或叫太平天国革命，即有的是以其领袖命

名，有的是以其国号相称，这都容易理解，而捻军却不是如

此，这就不容易理解了。我翻了几家的著作，有的说是“群聚

为捻”，有的说是“聚众打降为捻”，有的说是“乡民行傩逐

疫，裹纸燃膏为龙戏谓之捻”（王定安《湘军记》卷十六平捻

篇）。因为说法不一，总是弄不清楚。而且，各家之书凡是到

了捻军这一部分，大都匆匆而过，讲得很少，只有华岗同志的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的太平天国部分（这一部分，曾以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的名义，单独成册出版），讲得略多一

些，但也不过三千多字，而且有许多问题也没有说清楚。因

此，当时我就暗暗下了一个决心，要把捻军这个问题专门探讨

一下，要写得详细一些，于是，我就把许多著作中有关的这一

部分收拢到一起，按年月日编纂起来，尽量加以扩充，使之加

深加详，这样很快写成了一个大约两万多字的有关捻军起义的

专门章节，心里颇为得意，心想我的课本倘若将来编成出版，

起码在捻军这一部分比诸家之书都要详细而系统一些，就在这

个初稿刚刚写成之际，由范文澜、翦伯赞等同志编写的《捻

军》资 年的 月出版了，这对于我说来，料六大册，在

真正是如获至宝，我马上把这套书借回来，就原稿重新编写和

扩充。这时候，我已经学会了怎样运用原始资料，来扩充这个

初稿的办法，主要就是把历史事实从原始资料中钩稽出来，然

后用年经事纬的办法串联起来，我已经认识到年代学对于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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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重要性，几部有关检查年代的工具书，已经常常置之身边

备用。在这个基础上，后来我又找到了陈垣先生的《中西回史

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进一步地钻研起年代学来，又发

生了很大的兴趣。把历史事实串联起来，只是问题的一个方

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要进行理论分析，要对历史事件或

历史人物加以论断和评述的问题，这是要和对原始资料的钩稽

与编排同时进行的，这就是理论与专业的结合，在史学界叫做

“以论带史”或“论从史出”，这也在实践过程中慢慢学会了。

这项工作进行得很快，几个月之后，我又编写出近十万字的捻

军史稿件，很显然，这与原定的课本编写计划远远脱离开了。

在课本中平衡字数，捻军是连两万字也用不了的，怎么会容纳

十万字呢？加上我从前所写的讲义，这时候已经达到了七八十

万字了，稿件在桌子上越积越高，可是，课本究竟应该怎么个

编法，论文究竟应该怎么个写法，历史研究究竟应该怎样进

行，这对于我来说还是一笔糊涂账，我还是不得其门而入啊！

墨水一瓶一瓶地写完了，稿纸一本一本地用完了，神经衰弱在

加剧，身体一天一天地消瘦下去，周围的冷嘲热讽也不少，什

么不安心工作呀，什么想成名成家呀等等的话，都使我神情憔

悴，心力交疲，这在大学里工作还有压力，何况是在一个中学

呢，那压力就更大了。一些好心的同志也怀疑这种做法，他们

劝我就此而止，趁此收摊算了，教教书不很好吗，何必自找苦

吃呢！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有一段话说：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三种之阶段，‘昨夜

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同叔：《蝶恋花》）

比第一阶段也。‘衣带惭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欧阳

永叔：《蝶恋花》）此第二阶段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幼安：《青玉案》）此第三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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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也。未有未阅第一第二阶段，而能踞跻第三阶段者。文学亦

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

当时，这第三阶段我还没有达到，所以也体会不了，但这

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心情，确切地是感觉到了，真正是史海茫

茫，何处是岸啊！

我既不是要成大学问，也不是要成大事业，仅仅是想作一

点学问，想学习一点东西而已，可就为什么这么困难，实在是

学然后知困。我想，这样一直盲目地干下去不是办法，应该认

真地考虑一下怎么办。当时，捻军史的编写，已经到了

年（同治二年），即初期捻军战争结束，后期捻军即将开始之

际，这部分史实比较完整而生动，我想不如先把这小部分整理

成一篇文章，先向史学家请教一下再说。于是，我尽了最大的

努力，把这一小部分写好，经过反复琢磨，写成了一篇约八千

五百字的文章，自己加了个题目，叫做《皖北根据地失守和张

洛（乐）行殉难》，副标题叫做《捻军小史的一节》。写成以后，

我寄给了《光明日报》的《史学》副刊。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

《史学》双周刊，是由《光明日报》委托邓广铭、荣孟源和周一良

三位学者共同负责的，邓先生负责中国古代史，荣先生负责中

国近代史，周先生负责世界史，稿件的取舍是由他们决定的。

在荣先生的主持下，稿件寄出不过两三个星期就见报了，这篇

月 日的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 年 《史学》上，它

占去了整个版面的大部分篇幅，在经过长期的苦苦摸索之后，

犹如豁然贯通，骤见光明一样，这对于一个正在治学的青年来

说，实在是很大的鼓舞，我的劳动总算没有白费而开始有了一

点成果，这就是我的第一篇处女作，它后来成为拙作《捻军史

初探》中的第一篇。在历史研究的领域中踏出第一步是困难

的，但既经踏出之后，就可以顽强地坚毅不拔地走下去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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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章的发表给我最大的一个好处是：我从此吃了一颗定心

丸，我终于摸到了写作历史论文的门径。继此之后，我更加努

力了，不过两个星期，我的第二篇论文《论太平天国西北战

争》（见《捻军史论丛》，人民出版社 年版）又写成了，

又寄出去了。此后接着又相继写出了《论后期捻军战争》、《论

东捻军的抗清斗 年争》、《论西捻军的抗清斗争》等文。

冬天，在《历史研究》的第五期上，发表了《论东捻军的抗清

斗争》一文，全文两万字。当时刘大年同志在主编这个刊物，

他在事先给我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你在中学教课繁忙的任

务中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也不容易，我们将在某期发表它。这

封用毛笔写的信，我一直珍藏着，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

后，才恋恋不舍地把它烧掉了。在这些文章陆续发表的同时，

我把它集中起来，大约有九万字，请三联书店编辑部看看它能

年出版了拙作《否出版，而三联书店在 捻军史初探》，到

年又出版了拙作《初期捻军史论丛》，三联书店编辑部的

同志们是无名英雄，他们的审稿工作相当认真。他们认为书稿

已经达到一定水平时，就决 年，在黎澍然地出版了它。

同志主编的《历史研究》的第三期上，又发表了我的二万七千

字的《论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关系》一文。对于这些史学界

的前辈以及和我同辈而却远远高出于我的那些同志们，我一直

怀着感谢的心情，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也许就会永无出头之

日。在我们的年轻人中间，也确实有一些人因为没有得到足够

的帮助，而终于没有能够冒出尖来，他们的作品没有能够发表

出来，他们的创作热情被扼杀了，这样的人我知道确实是有

的。我认为一件事情的成功，主观条件反映了自己的努力，但

如果没有客观条件的具备，那是什么也办不成的，从这方面来

说，还是客观条件决定主观愿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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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些年的研究以后，捻军史方面发表了几十篇论文，

编成了五本书，已经出版了三本，还有两本尚待出版，计划编

写的也还有两种。除此之外，还和别人合作写成了几本关于中

国近代史的书，并发表了不属于这个范围的论文数十篇。这里

先把五本捻军史的书介绍于下：

（一）《捻军史初探》，由三联书店于 年出版，约九万

字，除少数几篇外，它是关于捻军后期历史的探讨，从

年（同治二年）初期捻军战争结束，到 年（同治七年）

的捻军战争失败。

（二）《初期捻军史论丛》，由 年出版，约三联书店于

十八万字，除少数几篇外，这是关于捻军初期历史的探讨，从

年（咸丰元年）捻军起义的产生，到 年初期捻军的

失败。

（三）把以上二书合并，并作了适当的增删改补，书名改

为《捻军史论丛》 年出版，约三十万，由人民出版社于

字，除少数几篇外，这是一部以论文形式写成的捻军史，它探

讨了捻军起义的产生、发展和败灭的全过程。

（四）以上三书是从纵的方面来研究捻军起义的产生、发

展与败灭的过程，而这第四本书则是从横的方面探讨了有关捻

军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其中主要的如关于捻军和太平天国的

关系问题，关于捻军和地方农民起义军的关系问题，关于捻军

史的分期问题，关于捻军起义的作战方法问题，关于捻军史的

调查问题，关于捻军史的资料问题等，书名就叫《捻军史研究

与调查》。约二十五万字，可望在一二年内出版。

（五）《捻军人物传》，这是一本专门研究捻军领袖人物传

记的书，包括初期领袖，后期领袖，地方农民起义军领袖，叛

徒和攻捻清将等五大部分，全书约二十万字，这部书稿也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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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出版社出版。

作研究工作，应该是由博返约，再由约返博，这样一个互

相交替的辩证发展过程。所谓博，就是在作研究工作之前，应

该有一个博览群书，广泛吸收各科知识的阶段，这就是打基

础。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集中到一种专业的一个部门里，这

就是约。所谓约，就是在一点上进行突破，作深入细致的探

讨，这个过程要长一些，以求取得一些成果，等到在这个部门

里取得了成果，甚至已经把这个问题探讨完毕以后，然后你再

慢慢地向外扩展，扩大研究领域，由狭窄的小胡同走上宽阔的

柏油马路，这就是又由约返博，但这一次的博，是向更高一级

的阶段发展，你就可以在一种或几种专业领域里自由地驰骋

了。这一点，我做得很不够，但却是朝着这个方向来努力的，

因此，在研究工作的后期，除了捻军史以外，我又写了一些太

平天国史的论文，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史方面着力较多，这方面

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下列几种著述上：

（一）《中国近代史知识手册》，这是由几所高等院校的历

史系教师集体编写的工具书，我参加了北洋军阀部分一些条目

的编写工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约近三十万作，此书已于

字，它已经印刷了好几次，销数不小，适合于大中学校教师和

广大青年使用。

（二）《中国近代史词典》，这也是一部共同执笔写成的著

作，字数近百万，我是写捻军起义、西北回民起义、云南回民

起义、贵州苗民和号军起义、天地会和两广天地会起义等部

分，共有一百四 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十多个条目，

这部中型工具书被《人民日报》称为一部好书，它已销出四十

万册，市场上还是供不应求，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有的机关

和学校甚至集体购买，达到人手一册的地步，这种情况使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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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很吃惊，当然也很高兴。

（三）还有一部书，初步定名为《中国近代史词汇集释》

或《清代官制概述》，这是我的一部论文集，上起明清，下达

现代，而仍然是以中国近代史为主，此书达七十万字，已与一

家出版社谈妥，只是尚未出版。

（四）我还有一个特殊一点的作品，它既不是论文也非著

作，而是一张表格，叫做《中国近代史大系表》，这是一个通

俗读物，第一次就印了六万份，此表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于

年 月出版，次年 月再版。

计划编纂中的尚有两种书，一种是《捻军资料续集》，想在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捻军》的基础上，再续编一种，其规模

与字数可以与原来的六大册差不多等同，像《剿平捻匪方略》

这部书，社会上流传已经很少，人们很难使用上它，可以编进

去。像袁甲三的《端敏公奏议》，此人攻捻十年，从六科给事

中一直做到漕运总督，他是由捻军战争失败的血泊中发迹的，

其集中几乎全是有关捻军史料，应予编入。像邹钟的《志远堂

文集》，此人与僧格林沁关系密切，集中亦有不少文字与捻军

有关。像尹耕云的《心白日斋集》，此人当年在河南攻捻起家，

官至布政使，集中史料亦不少，可以补《豫军纪略》之所不

及，其他书籍尚多，不再枚举。还有故宫博物院的档案，其中

捻军档案极多，数量甚大，可以编一部分进去，如与《方略》

中相同者，留此删彼，而仍然照编入《方略》中，因为那终究

是按年月日编起来的一部全面性的资料集，不必打乱其体系。

一种是《捻军史译丛》，国内的研究影响着国外，国外学者在

此方面的论文及著作亦不少，仅他们寄给我的论文已达二十余

万字，还不包括有关著作在内，倘将其著作中有价值者编入一

部分，亦是可以的。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以美籍华人邓嗣禹


